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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社会，价值多元已经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价值多元问题造成的冲突和纷争已经逐渐成为人类

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哈贝马斯指认当代资本主义为晚期资本主义，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严重

的合法化危机，他倡导用商谈理论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但是合法化危机只是价值多元

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本质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因根本利益不同而存在的价值与利益

冲突，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对于人的理解的存在偏差。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为起点，对哈贝马

斯的商谈理论解决价值多元问题的效度进行分析，有助于批判地吸收商谈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探索解决

价值冲突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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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diversity of values has become an undoubted fact, and the conflicts 
and disputes caused by the diversity of valu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major problem in the devel-
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abermas identifie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s late capitalism and be-
lieved that there was a serious legalization crisis in lat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he advocated the ne-
gotiation theory to solve the legalization crisis in late capitalist society. However, the legalization 
crisis is only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problem of value pluralism in the late capitalist society,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146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11460
https://www.hanspub.org/


焦得宇 
 

 

DOI: 10.12677/acpp.2024.1311460 3115 哲学进展 
 

essence of which is the conflict of value and interest between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proletariat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fundamental interests, and also the devi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hu-
man beings between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proletariat. Taking Marxist axiolog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lidity of Habermas’ negotiation theor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ul-
tiple values, which is helpful to absorb the reasonable elements in the negotiation theory critically 
and explore the way to solve the conflict of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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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社会的价值多元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合法化危机，合法化危机关系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

死存亡，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哈贝马斯在深入考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合法化危机后，

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商谈理论，试图通过商谈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2. 合法化危机的实质：价值多元 

哈贝马斯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集中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在这本书中指

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是全方位的，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政治系统的

合理化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社会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哈贝马斯不仅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类型，

还指出了这些危机的背后逻辑。他通过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模型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危机进行了

鞭辟入里的分析。经济系统中，投入的是劳动和资本，产出的则是可以消费的价值；政治系统中投入的是各

种不同的大众忠诚，产出的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政策和决定；文化系统中则是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

得投入，产出的是能够满足民众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 

2.1. 经济系统的危机 

相较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变为利润率不断

下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工人沦为机器生产的劳动工具，科学技术与生

产力的紧密结合虽然促进了大机器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商品的剩余价值在减少，利润率总体呈现

下降趋势。哈贝马斯虽然阐明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原理，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晚期资本主

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只是资产阶级危机，资产阶级可榨取的剩余价值变少，而无产阶级在这场经济危机中

的境遇却更加悲惨，完全沦为机器生产的劳动工具，进一步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性。综上所述，晚期资

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危机，表现为资产阶级可攫取的剩余价值变少，无产阶级

作为被压迫一方，境遇没有丝毫改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归根究底是科学技术发展下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矛盾激化、价值利益冲突的表现。 

2.2. 政治系统的危机 

经济危机背后是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诱发了政治上的危机。政治系统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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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

则表现为合法化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

平上[1]。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系统的危机主要是因为政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模糊不清，政府

用有形的手直接参与了经济运行过程，在民众心中，人们期待政府的干预，以期实现一种集体资本主义

的规划，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平稳运行。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厌恶政府的干预，因为政府的干预与崇尚自

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精神相悖，政府成为了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因素，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愈加严

重。 
政治危机是投入和产出的双重危机，政治系统既没有获得足够的民众信任，也无法产出令民众信服

的政策。从合法化危机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是与生俱来的。《共产党宣言》

可以很好的说明原因，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

开始的[2]。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资产阶级无偿占有了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

所以无产阶级自产生开始就不会也不可能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化。不仅如此，无产阶

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不会有任何缓和的可能性，因为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

身[3]。可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覆灭、私有制的消失才会不复存在。

在此之前，无产阶级不可能停止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和否定，无产阶级不会承认压迫自身的资本主

义制度的合法性。从合理化危机的角度来看，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能满足所有人需要时，总会有人

无偿占有他人的生产资料，于是社会就会分裂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

治阶级”。而在资本主义这种“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分别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统治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所以政府在产出政

策时也只会考虑到资产阶级而不会顾及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政府只考虑资产阶级产出的政策自然也不

会令包括了无产阶级的所有民众信服，合理化危机根源于此。 
综上所述，晚期资本社会的合理化危机根源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无产阶级

不会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合法化危机源于资产阶级政府在产出政策时只考虑资产阶级的利

益，忽视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政治系统危机本质上依旧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激化、利益

与价值观冲突的表现。 

2.3. 文化系统的危机 

由于文化系统是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获得投入，所以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危机就是文化系统的

危机。文化系统输出的是满足民众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如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这关

系着社会的平稳运行，文化系统的危机直接导致人们缺乏行动的动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遭到了质疑，

个人、家庭和职业的私人性受到了威胁，资本主义中的私人性威胁是因为政府将手深入了公民的私人生

活中。资产阶级政府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试图代表一切民众的利益。但是“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

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

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

他一切阶级。”这种试图干预私人性的行为却恰恰是资产阶级试图以虚假的共同利益蒙蔽一切民众，但

遭受到无产阶级反对的过程。 
总的来说，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是包含了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全面危机，但归

根究底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而利益总是与价值紧密相连，

价值是表明客体对主体需要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关系，表明客体的功能和属性对于人的需求的满足性，

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利益的冲突标志着价值的冲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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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利益冲突，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冲突，是价值多元的体现。但需要说明的是价值多元问题也有其自身

的层次，既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对于某物某事的不同看法或者思考和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也可以是

不同阶级之间因为根本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本文在讨论价值多元问题时的立足点是后者。 

3. 商谈理论对价值多元问题的解决 

为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

危机是全方面的，包含了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全方位危机。面对政治系统的危机，哈贝马

斯意图用商谈理论在价值多元问题上得到各方认可的共识，解决合法化危机；面对文化系统的危机，哈

贝马斯意图通过商谈理论为文化系统提供足够的投入，正向促进文化系统的产出。 
通过商谈达成的共识可以作为解决合法化危机以及价值多元问题的有力武器，为此哈贝马斯对于商

谈的原则和要求进行了规定。并且以商谈理论的原则作为解决价值多元问题的原则，包括普遍性原则和

商谈原则两个方面。同时以理想的商谈环境作为解决价值多元问题的要求，包括开放、平等和自由三个

方面。 

3.1. 商谈理论解决价值多元问题的原则 

在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一书中，哈贝马斯详尽地论述了他的商谈理论，将

商谈必须遵循的两大原则概括为“普遍化原则”和“商谈原则”。普遍化原则阐述的是回答行动规范或

规则制度如何取得合法性的问题，而商谈原则则是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紧密相连，对于

商谈过程中人们话语的有效性做出了规定。 
哈贝马斯对于普遍化原则做出的规定是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普遍接受并遵守的规范，这种规范是为

了满足每个人的利益以及预见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和副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对于规则的遵守可以使每个

人的利益得到满足[4]。哈贝马斯将这句话中的“能够普遍接受”解释为，一个所有人都能够确信他们普

遍遵循的“平等的体现所有受影响的相关利益者的诉求”的规范，也就是说，哈贝马斯的普遍化原则可

以被简化为：一个规范之所以有效，正在于所有相关者认定普遍遵循能够同等地体现他们的利益[5]。由

此可见，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聚焦的是可能与商谈有关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关注的是他们普遍承认的规

则，以及这种规则又是怎么能够满足一切相关人的利益的问题。 
价值多元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面对合法化危机时迫切的想要为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找到合法性基础，商谈理论的普遍化原则回答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或人们的行为

准则如何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商谈的普遍化原则的核心是自由与自觉，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自由的选

择他们所遵循的行动准则，并在选择之后自觉地遵循它行动。也就是说，只有获得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

认可才具有其合法性，哈贝马斯试图用商谈调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商谈达成的共识作为社会规

则的基础，以此实现民众对于现存制度的认可，寻求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法化基础。 
如果说普遍化原则说明的是哈贝马斯理想的社会制度何以存在和何以产生的问题，那么商谈原则则

是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紧密相连，对商谈参与者的交往行为做出规定。 
哈贝马斯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所以能够对话，是因为双方都愿意让对方理解自身，并且选择合适的

语言来表达自身，因此，交往行为归根究底是语言交流，也就是说，交往行为之所有可能是因为选择了

恰当的语言作为交往的媒介。语言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6]。与传统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不同，哈贝马斯

聚焦普遍语用学，他不研究传统语用学和语言哲学关心的语句和语境，关心的是通过语言达成的理解。

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指出，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要满

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7]。哈贝马斯对于交往行为做出了“真实性”(truth)、“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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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rightness)、“真诚性”(truthfulness)的要求，只有同时满足这三项要求，行为才是有效的。具体来

说，这三重要求如下。 
第一，真实性要求商谈参与者说出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并且对于它的阐述也是真实的； 
第二，正确性要求商谈参与者所说的内容必须合乎语法和语境，以便其他参与者能够理解和接受； 
第三，真诚性要求商谈参与者的表达必须合乎本意，真实地表达自身意图，以便其他参与者能信任。 
由此可见，商谈理论是建立在交往理性的话语规范之上的，也就是说，可以凭借真实性、正确性、

真诚性三条话语有效性原则最终达成商谈所追求的理性共识。 

3.2. 商谈理论解决价值多元问题的要求 

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的直接目的是调节各方矛盾，达成基于理性的共识。在理想的商谈环境中，商

谈参与者通过平等对话，在质疑、批判、论证、修正的过程中调和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并在满足普

遍化原则和商谈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具体来说，包括下述要求。 
第一，所有商谈参与者应具有平等地位和权利。在商谈过程中，任何参与者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诉求和情感倾向，也可以对别人的任何意见提出批评、质疑和反对； 
第二，每个参与者都拥有同等权利实施调节性的言语行为，可以自由地提出要求或和拒绝要求，做

出允诺或拒绝承诺，自我辩护或要求别人做出自我辩护； 
第三，所有商谈参与者必须摆脱把其他参与者视作是和自身地位相同的主体，并对言语行为的有效

性要求采取假设的态度，把任何发言行为和内容看作是有待检验的； 
第四，商谈需要排除一切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强制。如果在资料、知识或其他客观条件限制下无法达

成共识，可暂缓讨论，但任何人有权提出重启商谈。 
由此可见，对于理想的商谈环境，哈贝马斯强调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开放，所有与商谈有关的任何

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学历、出身、地位、种族、民族都不会成为妨碍其进入商谈的条件；其次是自由，在

商谈过程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表意语言，发表自身意愿，也可以在自由地使用解说性和调节性

的语言，对于他人的一眼进行诘难、反驳和质疑；最后是平等，商谈过程中不存在既定的权威和特权阶

级，不得有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理想的商谈环境的平等精神不仅体现在所有与商谈有关的人都具有平等

的参与商谈的权利，还表现在所有商谈参与者在地位上的平等，在彻底摆脱了主客二分的交往模式中，

对于主体来说，任何参与者都是和自身等同的主体，没有人居于客体位置。总的来说，在理想的商谈环

境中，主体的交往行为没有任何限制，也不受任何强制，它代表的是一个理想的、美好的、没有任何压

抑的世界。也就是说，理想的商谈环境中，所有行为的压抑都将被消除，意识形态对人的钳制得以解除，

扭曲性交往行为得以纠正，交往行为真正实现了合理化[8]。 

4. 商谈理论解决价值多元问题的效度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全方面的，包含了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全方

位危机。商谈理论是具有普适性的理论，面对政治系统的危机，哈贝马斯意图用商谈理论在价值多元问

题上得到各方认可的共识，解决合法化危机；面对文化系统的危机，哈贝马斯意图通过商谈理论为文化

系统提供足够的投入，正向促进文化系统的产出。可见商谈理论是哈贝马斯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

的全能药。 

4.1. 价值多元问题的层次 

价值多元问题是有其自身的层次的，浅层的价值多元问题关乎日常生活中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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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看法，这种价值多元是人们摆脱权威，试图用自身的理性思考，这是价值观除旧迎新的过程。对于浅

层的价值多元问题，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倡导开放、平等和自由的理想

的商谈环境，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表达自身观点，争取他人的同意，通过理性的商谈达成共识。即使这

种理想的商谈环境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但是哈贝马斯提倡的平等、开放和相互理解

的精神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跳出自身，站在他人角度，对于不同于自身观点采取理解的态度，

从而促进共识的形成。 
深层的价值多元问题指向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阶级不同、根本利益不同产生的根本冲突，在

这个层次上，商谈理论就无能为力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倾轧之上

的，从原始积累的三角贸易、殖民掠夺到手工业和大机器生产中对于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攫取，资产阶级

是站在无数无产阶级的尸体之上去发展自身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虽然也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但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可以说，无产阶级自诞生开始，就肩负着与资产阶

级斗争的使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归根究底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斗争，所以解决办法也必然要

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入手，最终实现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总的来说，解决深层的价值多元问题有两个关键

的立足点，一是必须要把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出发点，二是要把消灭私有制，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实现

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 

4.2. 基于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价值多元 

站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角度，解决价值多元问题需要具备的条件，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都不能满

足。哈贝马斯思想体系庞大，著作众多，但是有一条串联他所有知识体系的主线——语言。他曾在《交

往行为理论》的序言中写道“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我们即已认识到，表述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它同

样也是实质问题”。毫无疑问，哈贝马斯是从语言学入手构建整个知识体系的。诚然，哈贝马斯在实现

西方语言学的转向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他却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将其看

作是超越现实物质的最根本的世界本体，赋予了语言本体论的地位。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明确指出“历史……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

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在马克思眼中，历史永远是物质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超越现实物质生

活的精神性本体，哈贝马斯将语言赋予本体论意义的行为就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了。 
马克思虽然否认了有超越的精神性本体，但他并没有否认语言在交往中的作用，马克思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

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可见与哈贝马斯不同，马克思对

于语言的研究落脚点在于实践，他认为语言是由于人们在实践中的交往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还指出“思

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

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可见马克思认为，语言在本

质上是人们物质性交往的产物，而没有哈贝马斯认为的本质性和超越性。哈贝马斯人为地割裂了语言和

人与人之间物质性交往，语言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但是实践，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生活，人类将不复存

在，更不必说是建立在人与人交往基础上的语言了。可见，哈贝马斯整个知识体系就是建立在精神本体

上的空中楼阁。 
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是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合理之处提出的解决方案，旨在维护

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与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从笛卡尔的“我思”开始，西方哲学开启

了一条关于主体性之路的长河，康德以先验的方式证明了作为个体意识的我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活动原则

(先验统觉)，黑格尔作为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扬弃了感性的人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思辨统一。黑格尔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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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代哲学对于人的理解更加多样，但主流的趋势仍旧是主客二分，并将人理解为独立的个体，个体之

外的他人、他物对我来说都是客体，主客之间永远也无法实现统一。这种主客二分的思想统治着资本主

义文化，资本主义价值观就建构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思想之下。 
哈贝马斯看到了其中的不足，试图用主体间性突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提倡用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

的交往理性代替主客二分的工具理性，但哈贝马斯在提出主体间性之时，就已经先预设了人与人之间是

存在矛盾冲突的，预设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由于“战争”的存在所以才需要相互理解，用

交往理性主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从本质上来看，哈贝马斯依旧处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框架之下，默

认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立的客观存在。殊不知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不再因为身处不同阶级或彼此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互相对立，每个个人

的价值追求不仅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前提，而且还为他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所有个人的价值追求是统一

的。马克思的共同体的理论不仅指明了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和个人与一切人之间相互统

一的关系，更真正实现了长久以来资本主义主客二分观念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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